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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聚焦于关税成本变化, 量化分析了扩大进口带来的贸易与福利效

应。 在完全竞争情形下, 构建了一个纳入投入产出结构的多国多部门异质性企业一

般均衡分析模型, 结合中国加入 WTO 这一事件, 讨论了扩大开放下中间品和最终

品关税削减变化的贸易和福利效应。 本文研究了在全球价值链下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

的变化对不同用途产品贸易所产生的促进和抑制效应, 发现一国对不同用途产品的关

税削减可能带来的政策效应并不相同。 具体而言: (1) 中国是加入 WTO 履行关税削

减义务的最大受益者, 带来了福利的改善; (2) 福利改善以贸易条件恶化为代价,
带来了贸易量的增长; (3) 由于对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和贸易量的增长, 世界其他

国家也从中国的关税削减中受益; (4) 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仍有下调空间, 中国和

世界还将从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政策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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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中国承诺要主动扩大进口, 如何准确评估中国扩大进口战略带来的影

响成为了重要议题 (李春顶等, 2021) [1] 。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 进口竞争对

一国研发、 就业及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魏浩和连慧君, 2020[2] ;
 

David
 

et
 

al. ,
2013[3] ; Autor

 

et
 

al. , 2016[4] )。 另一些研究也表明中间品进口投入能够带来 “进

口中学” 效应, 对研发和生产效率等企业微观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Goldberg
 

et
 

al. ,
2010[5] ; 张杰等, 2015[6] ; 魏浩等, 2017[7] )。 在全球价值链下, 政策效应通过中

间品投入产出关联带来的不同行业和国家之间的传导, 使得进口的影响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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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进口影响具有异质性和替代性。 本文聚焦于全球价值

链分工背景下进口关税成本的变化, 通过构建纳入投入产出结构的多国多部门异质

性企业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并进行反事实模拟, 来捕捉和量化分析中间品进口和最终

品进口带来的贸易与福利效应。

一、 文献综述

一方面, 本文与一系列贸易政策的福利和成本量化研究密切相关。 现有学者对

贸易政策的量化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路径: 一是基于简约式的回归模型 (Tinbergen,
1962[8] ; Anderson, 1979) [

 

9] , 主要采用虚拟变量形式表示特定政策的出现与否并进

行回归分析 (Anderson
 

and
 

Wincoop, 2003[10] ; Rose, 2004[11] ; 赖永剑, 2013[12] ; 李

胜旗和毛其淋, 2018[13] )。 虚拟变量处理方法一方面无法实现对政策内部不同变量和

措施的精细化估计; 另一方面, 该方法多集中在国家层面进行估计, 没有考虑政策在

行业或地区层面的异质性。 二是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如一些学者利用

CGE 模型评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影响 (Brown
 

et
 

al. , 1995[14] ; Fox,
1999[15] ; Rolleigh, 2008[16] )。 但 CGE 模型由于太过复杂和缺乏透明度, 存在黑箱问

题 (Costinot
 

and
 

Rodriguez-Clare, 2014) [17] 。 为克服这些问题, 一部分学者利用结构

模型下的量化分析方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 相较于 CGE 模型, 结构模型方法参数更

少, 且具有微观基础, 可以更加精确、 有效地分析和预测将实施的各种政策的预期效

果 (樊海潮等, 2020) [18] , 也可以用来评估与以往采用准自然实验等简约计量方法分

析相比更为激进的政策的影响, 受到国际学者的普遍采用 ( Alvarez
 

and
 

Lucas,
2007[19] ; Amiti

 

et
 

al. , 2019[20] ; Ossa, 2014[21] ;
 

Tombe
 

and
 

Zhu, 2019[22] )。
另一方面, 本文与扩大进口对经济福利影响的研究密切相关。 现有研究普遍认

为进口增加能够通过获得静态比较优势、 增加消费产品种类、 降低产品价格, 以促

进消 费 者 福 利 提 升 ( Feenstra, 1994[23] ; Krugman, 1980[24] ; 魏 浩 和 付 天,
2016[25] ; 张永亮和邹宗森, 2018[26] )。 另一部分学者通过分析进口产品种类价格

指数 ( Chen
 

and
  

Ma, 2012[27] ; 陈勇兵等, 2014[28] ) 和贸易条件 ( 钱学锋等,
2010) [29] 来测算美国和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增长带来的贸易福利。 还有一些文献从

贸易成本下降, 尤其是导致进口贸易成本下降等相关政策措施作为进口影响分析的

起点。 如分析中间品关税削减对产品质量 (Amiti
 

and
 

Khandelwal, 2013[30] ; Fan
 

et
 

al. , 2015[31] ; 余淼杰和李乐融, 2016[32] ; 许家云等, 2017[33] ; 盛斌和毛其淋,
2017[34] )、 企业研发 (田巍和余淼杰, 2014) [35] 、 生产率 ( Fan

 

et
 

al. , 2018) [36]

的正向影响。 进口的影响是一个一般均衡分析, 若基于简约形式的局部均衡估计,
可能忽略了政策通过中间品投入产出关联带来的不同行业和国家之间的传导效应。
事实上, 这种传导效应在全球价值链下非常重要。 全球价值链通过生产网络将国家

和行业连接起来, 一国对另一国贸易部门进口产品的关税削减政策, 不仅影响本部

门出口价格、 福利和工资, 还会通过生产关联传导对上下游行业 (甚至包括采用

这个部门中间品的非贸易部门) 产生影响。 同时, 该效应不仅影响两国的福利和

工资, 同时也将传导至世界其他国家, 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造成重要影响。 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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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链使得两国间的贸易成本变化会对第三国产生显著影响, 并通过全球生产网

络放大 (De
 

Gortari, 2019[37] ; 倪红福, 2021[38] )。 如果每个阶段的投入都是全球来

源, 那么贸易的福利收益增加可以变得无限大 (Melitz
 

and
 

Redding, 2014) [39] 。 而这

些效应的捕捉需要通过纳入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的结构模型估计才能实现

(樊海潮等, 2020)。 Caliendo 和 Parro (2015) [40] 对比分析发现, 相比只有最终品及

单部门贸易模型而言, 考虑行业异质性和产业关联的多国多部门模型可以有效捕捉关

税削减带来的贸易和福利放大效应。 后续一系列研究均以此为基础量化评估贸易政策

的影响 (Antràs
 

and
 

De
 

Gortari, 2020[41] ;
 

Arkolakis
 

et
 

al. , 2018[42] )。 但这些研究却

没有区分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的不同影响, 且对中间品贸易份额和最终品贸易份

额采用了同质性假设。 事实上, 中间品贸易已占到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 (John-
son

 

and
 

Noguera, 2012) [43] 。 根据普遍应用的投入产出表的测算, 中间品贸易份额与

最终品贸易份额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Antras
 

and
 

Chor, 2018) [44] 。 同时, 在塑造全球

贸易过程中, 中间品贸易成本的作用比最终品贸易成本的作用更为重要 ( Johnson
 

and
 

Noguera, 2017) [45] 。 正如本文后续分析中所展示的那样, 中间品贸易成本下降

不仅导致中间品进口的增加, 还将通过投入产出结构对最终品进口、 中间品和最终

品出口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福利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时, 不严格区分中

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份额, 会导致贸易政策福利效应被低估。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 Eaton 和 Kortum ( 2002) [46] 及 Caliendo 和

Parro (2015) 的量化贸易模型, 进一步放松中间品贸易份额和最终品贸易份额的

同质性假设, 将投入产出结构纳入到完全竞争下的一般均衡模型, 并以中国加入

WTO 后的关税削减为例, 量化分析扩大进口对中国和世界的贸易和福利影响。 本

文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 在静态一般均衡分析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

步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份额和支出, 构建一个包含投入产出结构的一般均衡

分析模型, 识别不同行业关税削减如何通过生产网络影响上下游国家或地区及其行

业的贸易和福利。 第二, 识别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对贸易和福利不同的影

响和作用机制。 在运用内生化投入产出结构到一般均衡分析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将

福利分解为两个部分, 一是最终品贸易条件和收入效应, 二是中间品贸易条件和收

入效应, 以识别中间品和最终品进口关税对福利的异质性影响机制。 第三, 从量化

分析角度评估中国加入 WTO 关税削减带来的影响, 并预测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可

能带来的影响, 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依据。 此外, 本文模型可

以精细评估不同行业不同用途产品关税削减带来的影响, 如中国在 2020 年 12 月进

一步调低新基建当中高新技术部分设备零部件关税所带来的影响。

二、 理论模型

(一) 纳入投入产出结构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

考虑在一个完全竞争情形下的多国多部门的世界经济当中, 劳动是唯一要素投

入, 且在国内各部门间自由流动, 但不能跨国流动。 世界经济共有 J 个国家 (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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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表示国家) 和 S 个部门 (用 s、 r 来表示部门)。 任意变量标识 G ij 的下标为国

家, 表示 i 国到 j 国的流量, 其中第一个字母表示来源国, 第二个字母表示目的国。
任意变量标识 Grs 的上标为部门, 表示从 r 部门到 s 部门的流量, 其中第一个字母

表示来源部门, 第二个字母表示目的部门。
代表性家庭通过消费一系列最终品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即:

U C j( ) = ∏
S

s = 1
(Cs

j )
αsj (1)

其中, U C j( ) 表示每个国家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 Cs
j 表示 j国家庭对 s部门最

终产品的消费需求, αs
j 表示消费需求份额, 且∑

S

s = 1
αs

j = 1。 家庭有 2 个收入来源: 工

资和转移支付①。
假设生产性部门采用迂回生产方式 (先生产中间品, 再生产最终品)。 部门 s

生产一系列连续商品 ωs ∈ [0, 1] , 生产 qs
j ωs( ) 数量商品 (生产函数是 Cobb -

Douglas) 可表示为:

qs
j ωs( ) =zsj ωs( ) lsj ωs( )[ ]

γsj∏
s

r = 1
Mrs

j (ωs)[ ]
γrsj  

(2)

其中, zsj ωs( ) 为生产技术, 服从 Frechet 分布 ( Eaton
 

and
 

Kortum, 2002 )。

lsj ωs( ) 为劳动投入量, γs
j 为劳动投入比重, Mrs

j ωs( ) 为源于 r 部门的中间投入, γrs
j 为

份额, 满足 γs
j = 1 - ∑

S

r = 1
γr,s

j
 。

 

复合中间品生产 Qs
j 为一系列中间品的 CES 函数聚合器,

 

即:

Qs
j = ∫qs

j ωs( ) 1-1 / σs
dωs[ ]

σs / (σs-1)
(3)

其中, σs > 0 表示中间品投入替代弹性。
j 国生产商以成本最小化生产并在全世界寻求价格最低的中间品供应商, 且对

进口产品征收从价关税 τr
ij。 设定从价关税率 τr

ij = 1 +τr
ij 。 用 τrs

ij 来表示 j国 s部门对

i 国 r 部门进口中间品关税, 用τrF
ij 来表示 j 国家庭对 i 国 r 部门进口最终品关税。 这

种差异反映了投入产出结构中同一行业不同用途产品的异质性特征, 也反映了对不

同用途产品设定的人为关税壁垒的异质性。 进一步得到中间品 Zrs
ij 和最终品 FrF

ij 的

贸易成本分别为 krs
ij =τrs

ij dr
ij 以及 krF

ij =τrF
ij dr

ij
②, 均满足三角不等式假设 kr∗

in kr∗
nj > k∗

ij 。
因此, j 国生产所需进口中间品价格Prs

j 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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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政府征收关税并将关税收入无偿转移给家庭作为其收入一部分购买商品消费, 由此产生转移支付。
②dr

ij 为 “冰山成本”, 并假设运输一单位最终品和中间品的贸易成本相同。

 

限于篇幅, 推导过程备索, 式 (6) 与式 (7) 亦同。



Prs
j =Ar ∑

J

i = 1
Tr

i ci rkrs
ij( ) -θ r[ ]

-1 / θr
(4)

将价格表示为生产成本 cri 和贸易成本 krs
ij 的 Frechet 分布函数形式, Tr

i 和 θr 分

别为位置参数与形状参数, Ar 为常数。 我们定义 j 国 s 部门的生产成本为:

csj =γs
jw

γsj
j ∏

s

r = 1
Prsγrsj

j (5)

其中, γs
j 同为常数, w j 为工资水平。 j 国家庭从世界范围内供给的最低成本

(价格) PrF
ij 购买最终产品, 家庭消费 r 部门最终产品的价格为:

PrF
j =Ar ∑

J

i = 1
Tr

i crikrF
ij( ) -θr[ ]

-1 / θr
(6)

一国在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份额上具有异质性 (De
 

Gortari, 2019)。 根据设

定的贸易成本的差异性和价格函数, j 国企业在 i 国 r 部门中间品上的支出份额 πrs
ij

表示为:

πrs
ij =

Tr
i crikrs

ij( ) -θ r

∑
J

i = 1
Tr

i crikrs
ij( ) -θr

(7)

同理, j 国消费者在 i 国 r 部门中间品上的支出份额 πrF
ij 为:

πrF
ij =

Tr
i crikrF

ij( ) -θs

∑
J

i = 1
Tr

i crikrF
ij( ) -θr

(8)

假设商品市场出清和国际市场出清。 j 国 s 部门的总产出等于中间品销售和最

终品销售之和。 中间品销售被所有国家 (包括本国) 的企业作为中间品投入再生

产, 最终品销售被所有国家 (包括本国) 消费者消费。

Ys
j = ∑

S

r = 1
∑

J

k = 1

πsr
jk

1 + τsr
jk

γsr
k Yr

k + ∑
J

k = 1

πsF
jk

1 + τsF
jk

αs
kIk (9)

式 (9) 中 Ik 为 k 国总收入, 包括劳动收入 wkLk , 关税收入 Rk 和贸易盈余 Dk。
j 国进口等于出口加上贸易盈余。 其中进口表示为中间品进口 Msr

ij 和最终品进口

MsF
ij

 (包括本国) 之和, 出口为中间品出口 Esr
ij 和最终品出口 EsF

ij 之和, Di 为贸易盈余。

∑
J

i = 1
∑

S

s = 1
∑

S

r = 1

πsr
ij

1 + τsr
ij

γsr
j Yr

j +I j = ∑
J

i = 1
∑

S

s = 1
∑

S

r = 1

πsr
ji

1 + τsr
ji

γsr
i Yr

i

　 　 + ∑
S

s = 1
∑

J

i = 1

πsF
ji

1 + τsF
ji

αs
i Ii +D j (10)

定义任一变量变化程度 x︿ , 且 x︿ =
 

x′ / x , x′ 表示任一变量变化后的值, x 表示变

化前的值。 以关税 τ︿ 的变化为例, τ︿ =
 

τ′ / τ , 表示关税削减后与削减前的水平比值,
即关税的变化。 根据式 (4) — (10), 我们进一步定义变化的均衡, 即在贸易成

本结构 τ︿ 的变动下 (定义 τ︿ =
 

τ′ / τ ), 中间品贸易成本 τrs
ij 和最终品贸易成本 τrF

ij 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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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变化的情况下, 工资水平和价格变化的均衡为满足根据式 (4) — (10) 的变化

均衡条件①。
(二) 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变化影响贸易的不同机制

1. 最终品关税变化影响进口贸易份额变化的机制

根据式 (8) 及贸易成本构成, 可以发现最终品关税 τrF
ij 变化导致进口贸易成

本 krF
ij 的变化, 能够直接影响贸易份额 πrF

ij 。 根据式 (6), 关税变化也导致最终品

价格 PrF
j 的变化, 进而影响最终品贸易份额 πrF

ij 。 具体来说, 如果 j 国采取扩大进

口政策削减了 i 国 r 部门最终品进口关税使得 krF
ij 下降, 由于 θr > 0, 根据式 (8),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将导致来自 i 国 r 部门最终品进口份额的增加。 根据式

(6), 最终品贸易成本的下降将带来 j 国对 r 部门最终品支出价格下降, 表现在式

(8) 中会使得 πrF
ij 上升 (将式 (6) 代入式 (8) 可发现 πrF

ij 是 PrF
j 的函数, 且与

PrF
j 呈反比)。 但 PrF

j 是来自于所有国家 krF
ij 变化的加权, 前者下降幅度小于后者,

综合来看, 最终品进口关税下降将导致最终品的进口份额增加。
2. 中间品关税变化影响贸易份额变化的机制

不同于最终品关税削减对最终品贸易份额的正向影响, 中间品关税削减一方面

会带来中间品进口份额的增加, 另一方面还会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对中间品和最终品

的进口和出口都产生影响。 根据式 (4), 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导致来自 r 部门中间

品价格 Prs
j 下降, 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会降低 j 国 s 部门的生产成本 csj , 根

据式 (7) 和式 (8), 一国生产成本的降低将会增加本国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出口份

额, 带来出口增长, 这也是中间品与最终品关税变化对出口影响的一个重要区别。
中间品关税削减还会导致最终品进口份额减少 ( j 国中间品关税削减综合导致 i 国生

产成本下降, 根据式 (6), 在最终品关税不变的情况下,
 

这将反过来会导致 j 国最终

品价格下降。 由于 πrF
ij 是 PrF

j 的函数且与 PrF
j 成反比, 因此将导致从其他国家进口

最终品的份额下降) 。 根据式 (6) , 在最终品关税不变的情况下, 将会导致 j 国
最终品价格下降。 根据式 (8) , j 国最终品价格下降导致其他国家的最终品进口

份额下降。 这意味着中间品关税削减对最终品进口产生了抑制效应 (最终品关

税削减也会带来中间品进口的抑制效应②)。 我们也将在后面的反事实模拟中验证

这些机制。
(三) 福利变化的结构分解

j 国代表性消费者福利为 W j =I j / P j 。 根据模型变化的均衡条件, 对福利的对数

形式进行差分 dlnW j , 得到 dlnW j 变化的结构分解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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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①
 

限于篇幅, 推导过程备索。 基本思路是根据 x︿ = x′ / x, 分别定义式 (4) — (8) 中的 csj、 Prsj 、 PrFj 、 πrsij 、 πrFij

变化 c︿ sj 、 P︿ rs
j 、 P︿ rF

j 、 π︿ rs
ij 、 π︿ rF

ij 的均衡, 表示为各变量变化的等式方程 (值的说明的是, Tr
i 假设短期内不变,

定义变化的均衡时不再出现)。 式 (9) 和式 (10) 定义变量变化后的值均衡, 即分别为 Ys′
j 和 I′j 的均衡。

最终品关税削减带来最终品进口增加, 会抑制本国最终品生产, 从而减少国外中间品进口。

 

具体推导过程备索。



根据式 (11), 福利变化可以分解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最终品贸易条件和贸

易量效应, 另一部分是中间品贸易条件和贸易量效应。 根据理论模型, 进口关税下

降将导致进口份额增加。 由第 2 项和第 4 项可知, 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量效应取决

于进口份额相对于进口产品价格的变化。 因此, 在剔除关税价格后的进口产品价格

(即成本) 不变的情况下, 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带来贸易量的变化为正, 进而

改善福利。 事实上, 根据标准贸易模型, 进口关税的削减带来进口供给增加的同

时, 也会带来供给国生产边际成本的上升, 导致剔除关税价格后的进口产品价格上

升。 但由于一般需求弹性大于 1, 价格变化的幅度小于贸易量变化的幅度 (dlnMsF
ij

> dlncsi) , 因此关税削减仍会带来正的贸易量效应, 并改善总体福利。 关税削减对

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则取决于进口关税削减如何影响出口价格的变化情况。 根据式

(5), 单位生产成本或者出口价格是劳动成本和投入材料的增函数 (即随着工资和

中间品价格的增加而增加), 投入材料价格会随着进口关税的下降而下降, 在其他

条件不变 (工资不变) 的情况下, 意味着出口价格会随着进口材料 (中间品) 进

口关税的下降而下降, 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恶化。 但最终品的关税削减则没有这个传

递效应, 总体福利的大小和正负取决于以进出口占总支出份额为权重的贸易条件效

应和贸易量效应的相对变化。

三、 关税特征事实分析和数据说明

(一) 中国关税的特征事实分析

1. 中国整体关税特征及比较

图 1 和图 2 分别展示了 1996—2014 年中国平均关税水平及变化趋势①, 2000—
2007 年中国与世界总体以及主要国家的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水平以及削减程度的

对比情况。 根据图 1 可以发现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中国整体关税水平呈下降趋势,
尤其是 2000—2007 年间, 平均关税水平由 16. 40%下降至 7. 78%, 下降了 8. 62%,
这与中国加入 WTO 之后履行关税削减义务有关。 2007 年之后中国关税基本保持在

一个稳定水平。 二是中间品关税水平显著低于最终品关税水平, 两者之差在 1996
年最大, 达到 8. 32% (1996 年两者分别为 23. 67%和 31. 99%); 在 2004 年最小, 达

到 2. 26% (2004 年两者分别为 9. 70%和 11. 96%)。 三是中国整体关税水平由中间品

关税水平决定, 这是由于中国进口产品中中间品的比重较大。 根据图 2 对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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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TRAINS 数据库, https: / / databank. worldbank. org / 。



2000—2007 年中国进口关税削减的幅度较大, 同时不论中国中间品关税水平还是最

终品关税水平都相对较高。
2. 中国分行业关税异质性特征

图 3 和图 4 分别展示了 2000—2007 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

减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 不论中间品还是最终品关税削减, 在行

业上都具有较大差异性; 第二, 具体到每个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幅度并不同

步, 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第三, 削减后每个行业内部不同用途的产品以及行业间的关

税水平均有很大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关税削减量化分析时要兼顾行

业之间以及不同用途产品关税水平的异质性。 正如前文所描述的那样, 单个行业关税

削减会带来本行业进口成本下降, 进而促进进口。 同时, 若行业生产的中间品被其他

行业投入使用, 还会带来关联行业的成本下降, 促进下游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竞

争力的提升和消费价格的下降, 带来出口增长效应和福利改善。 另一方面, 行业中间

品进口关税削减会带来出口增长效应和福利改善, 而最终品关税削减将会加大本行业

最终品生产的进口竞争, 虽然会导致国内最终品价格下降而带来福利效应, 但却不会

带来出口增长效应。 如果不区分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变化的差异性, 就无法识别

这些不同机制所造成的异质性影响。

图 1　 1996—2014 年中国平均关税水平 图2　 2000—2007年世界总体及主要国家关税变化

图 3　 2000—2007 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

中间品关税削减幅度

图 4　 2000—2007 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

最终品关税削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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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拟策略及模型参数

1. 模拟策略

本文主要利用模型来量化中国加入 WTO 后中间品和最终品进口关税下降对贸

易和福利的影响。 利用 2000 年为基期, 计算满足式 (4) — (10) 均衡条件的各

变量。 本文沿用已有文献的方法 ( Aichele
 

and
 

Heiland, 2018) [47] , 用 2000 年至

2007 年中国进口关税变化代表中国加入 WTO 后的关税变化。 在 2000 年基期均衡的

基础上, 保持其他经济体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在 2000 年水平, 分别假设中国

对世界各国各行业的中间品进口关税、 最终品进口关税、 中间品和最终品进口关税下

降至 2007 年水平, 从而量化中国加入 WTO 的中间品关税变化、 最终品关税变化和总

体关税变化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中间品、 最终品贸易以及福利的影响。
2. 模型参数

求解变化均衡可以利用较少数据来刻画模型。 本文需要的参数有 γr
j 、 γsr

j 、 πsr
ij 、

πsF
ij 、 αr

j , τrs
ij 和τrF

ij 及其变化τrs
ij 、 τrF

ij 以及贸易弹性 θr 。 根据 WIOT 行业层面双边贸易

流量数据 Zsr
ij 、 FsF

ij 计算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份额 πsr
ij 、 πsF

ij 。 对于中间品支出份额

πsr
ij , 根据 Zsr

ij(1 +τsr
ij ) / ∑

J

i
Zsr

ij(1 +τsr
ij ) 得到。 同样可以得到 πsF

ij =FsF
ij (1 +τsF

ij ) / ∑
J

i
FsF

ij

(1 +τsF
ij ) 。 对于中间品份额 γsr

j , 首先利用 j 国 r 部门的产出流向Zrs
ji 和 FrF

ji , 计算 j

国 r 部门总产出 Yr
j , 由 Yr

j =∑
S

s
∑

J

i
Zrs

ji + ∑
J

i
FrF

ji 计算得到; 其次, 计算所有 s 部门的

中间品投入 ∑
J

i
Zsr

ij , 由 γsr
j = ∑

J

i
Zsr

ij / Yr
j 得到。 对于 Yr

j , 首先计算 j 国 r 部门劳动力投

入价值 Vr
j =Yr

j - ∑
J

i
Zsr

ij , 再根据 γr
j =Vr

j / Yr
j 计算得到。 j 国消费者在 r 部门最终产品消

费份额 αr
j , 为 j 国在 r 部门最终产品消费 ∑

J

i
FrF

ij 除以 j 国总消费 ∑
S

s
∑

J

i
FrF

ij 。 23 个

可贸易行业的贸易弹性 θr 主要基于 Caliendo 和 Parro (2015) 根据 NAICE 与 ISIC
 

rev4 分类方法对照得到。

四、 结果分析

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准确评估中国扩大进口政策带来的影响。 本节主

要基于前文构建的一般均衡模型, 以中国加入 WTO 削减关税带来的进口迅速增加

为例, 分析削减关税对中国以及世界贸易和福利的影响。
(一) 贸易效应

表 1 展示了中国加入 WTO 之后关税降低带来的贸易效应。 可以看到, 中国关

税削减有效扩大了进口, 且明显促进了出口增长, 但对中间品和最终品进出口产生

了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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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关税削减的贸易效应

单位: (%)

类别
(1) (2) (3)

总进口 (出口) 中间品 最终品

中国进口变化 35. 27 48. 72 1. 78

中国出口变化 37. 72 38. 29 37. 26

表 1 列 (1) 显示, 相比于削减关税前, 中国总进口增加了 35. 27%, 总出口

增加了 37. 72%, 说明中国加入 WTO 的关税削减措施有效降低了进口贸易成本,
促进了超过 1 / 3 的进口增长, 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 这与之前学者研

究的结论一致。 对不同产品用途的分类研究可以发现, 中间品进口增加了

48. 72%, 最终品进口只增加了 1. 78%, 这表明总体关税降低对中间品进口的促进

效应较大, 而对最终品进口的促进效应较小。
为进一步深入探究关税降低对中间品和最终品进口影响的差异性, 本文分别模

拟了削减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的贸易效应 (在分析中间品关税削减的影响时, 保

持最终品关税不变, 反之亦然), 结果展示在表 2 中。 可以发现, 仅降低中间品关

税将促进中间品进口增长 53. 36%、 最终品进口减少 32. 54%。 这充分表明中间品

关税降低促进了中间品进口增长, 但对最终品进口产生明显抑制效应。 扩大中间品

进口促使厂商更倾向于最终品国内生产, 从而减少最终品进口, 产生最终品进口替代

效应。 同样, 如果这些最终品可以通过进口扩大满足, 那么与之关联的中间品进口投

入也将减少, 这意味着最终品进口扩大也将对中间品进口产生类似的抑制效应。 表 2
中对最终品关税削减的影响分析发现, 最终品进口增加 21. 77%, 而中间品进口减少

18. 05%, 这种抑制效应导致总进口减少了 6. 63%。

表 2　 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的贸易效应

单位: (%)

类别
(1) (2) (3)

总进口 (出口) 中间品 最终品

中国进口变化 28. 74, -6. 63 53. 36, -18. 05 　 　 -32. 54,21. 77

中国出口变化 31. 85, 0. 01 30. 90, 0. 79 32. 61,-0. 61

注: 单元格内的第一个数字表示中间品关税削减而最终品关税保持不变时的进口和出口变化; 第二个数字表
示最终品关税削减而中间品关税保持不变时的进口和出口变化。

不同用途产品关税削减不仅对进口的影响不同, 对出口的影响也具有较大差异。
通过表 2 可以发现, 最终品关税削减导致最终品出口减少 0. 61%, 中间品出口增加

0. 79%, 总出口增加 0. 01%, 对总出口的促进效应不明显。 而中间品关税削减导致中

国中间品出口增长 30. 90%, 最终品出口 32. 61%, 总出口增加 31. 85%。 这表明对出

口的促进效应主要是由中间品关税削减所导致的。 在全球价值链下, 中间品贸易和产

业关联使得进口和出口密切相关, 一国或地区进口中间品, 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高技

术含量的中间品进口扩大将会大大提高其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出口竞争力, 从而增加中

间品和最终品的出口。 这也是中国加入 WTO 带来进口扩大, 尤其是中间品进口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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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出口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
(二) 福利效应

表 3 列 (1) 和列 (6) 展示了中国加入 WTO 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和实际工资变

化①。 通过表 3 可以发现, 世界总体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从中国的关税削减中获益。
其中, 中国获益最大, 福利增加了 7. 182%, 而世界总体福利增加 0. 313%。 考虑到中

国福利改善的幅度较大, 进一步剔除中国的福利贡献后, 发现世界总体福利仍增加

0. 058%。 这表明世界其他国家总体在中国关税削减中获益。 考虑具体国家, 韩国在

中国关税削减中获益最大, 福利改善了 0. 474%, 美国和日本分别改善了 0. 035%和

0. 034%, 欧盟改善了 0. 009%, 与中国出口模式较为类似的墨西哥福利改善了

0. 01%。 但印度福利出现恶化, 下降了 0. 024%。 同时, 我们发现世界总体及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实际工资上升, 其中中国实际工资上升的幅度最大, 其次是韩国, 但印度

和欧盟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

表 3　 扩大进口的福利效应

单位: (%)

类别
(1) (2) (3) (4) (5) (6)

总福利
中间品贸易

条件
最终品贸易

条件
中间品
贸易量

最终品
贸易量

实际工资
变化

世界 0. 313 0. 001 0. 001 0. 292 0. 019 0. 130
中国 7. 182 -0. 376 -0. 575 7. 845 0. 288 2. 243

世界 (除中国外) 0. 058 0. 014 0. 021 0. 014 0. 009 0. 050
美国 0. 035 0. 009 0. 018 0. 002 0. 006 0. 040
日本 0. 034 0. 002 0. 025 -0. 001 0. 008 0. 040
韩国 0. 474 0. 028 0. 016 0. 413 0. 016 0. 112

墨西哥 0. 010 0. 006 0. 020 -0. 039 0. 024 0. 030
印度 -0. 024 -0. 010 -0. 006 -0. 008 0. 000 -0. 013
欧盟 0. 009 -0. 007 0. 005 0. 008 0. 002 -0. 002

我们进一步将福利效应分解为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条件和贸易量来追溯利得

来源, 结果展示在表 3 列 (2) — (5)。 从表中可以发现, 中国福利改善主要是由于

贸易量的增加, 尤其是中间品贸易量的增加, 但却以贸易条件的恶化为代价。 中国从

贸易创造中获得的福利为 8. 133%, 其中, 中间品贸易量的贡献为 7. 845%, 最终品贸

易量的贡献为 0. 288%, 中间品贸易量贡献了绝大部分所得。 世界整体从贸易创造中

的福利所得为 0. 311%, 其中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量分别贡献 0. 292%和 0. 019%。 在

其他国家方面, 中国关税削减为多数其他国家产生了最终品贸易量的创造效应, 但日

本、 墨西哥和印度的中间品贸易量有所缩减。
表 3 列 (2) — (3) 显示, 虽然中国关税削减带来大量的贸易创造效应, 但

中间品的贸易条件和最终品的贸易条件均出现恶化。 其中中国中间品贸易条件恶化

了 0. 376%, 最终品贸易条件恶化了 0. 575%。 世界整体贸易条件改善了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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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中国贡献后的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条件分别改善了 0. 014%和 0. 021%, 大于

贸易量的贡献。 在其他国家当中, 除印度和欧盟外, 贸易条件均有所改善。 这主要

是由中国关税削减导致贸易条件相对恶化所带来的其他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所致。
若要理解其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影响, 一个最重要的思路就是确定每个国

家出口价格的变化。 根据公式 (5), 成本或者出口价格是中间品投入价格和工资

的增函数, 在表 3 列 (6) 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实际工资上升, 这将带来中国出口产

品价格的上升, 但同时由于关税削减, 中间品投入价格下降, 同时会带来出口产品

价格的下降,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出口产品价格的变化将由实际工资上

升和中间品价格下降两个相反的作用来决定。 通过研究发现, 中国中间品和最终品

出口价格平均下降 11. 21%和 6. 15%, 这可以解释中国关税削减带来中间品和最终

品出口的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相应贸易条件的改善。
我们将中国贸易量和贸易条件效应分解到双边, 进一步探讨贸易量和贸易条件

效应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表 4 列 (1) — (7) 分别展示了中国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

量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的双边分解情况。 对贸易条件的双边层面的分解可以发现, 不

论中间品还是最终品, 中国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条件均在恶化。 中国对美

国、 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双边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较重, 对墨西哥和印度等发展中

国家的双边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较轻。 对贸易量的双边分解仍然可以得到类似的结

论, 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双边贸易量增加是中国贸易量效应变化的主因, 而与墨

西哥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量增加对贸易量效应的贡献不大。

表 4　 扩大进口的双边福利效应

单位: (%)

类别
贸易条件效应

(1) (2) (3) (4) (5) (6) (7)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印度 世界其他

中间品 -0. 046 -0. 056 -0. 045 -0. 024 -0. 003 -0. 003 -0. 198

最终品 -0. 136 -0. 087 -0. 119 -0. 013 -0. 003 -0. 001 -0. 215

类别
贸易量效应

(1) (2) (3) (4) (5) (6) (7)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印度 世界其他

中间品 3. 037 0. 037 0. 077 0. 061 0. 000 0. 000 4. 634

最终品 0. 013 0. 021 0. 041 0. 035 0. 001 -0. 001 0. 178

为进一步深入探究不同用途产品关税削减影响的差异性, 我们模拟了分别削减

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的福利效应, 结果展示在表 5 中①。 对比表 3 和表 5 可以发现,
中间品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是整体福利效应变化的主要原因, 且中间品和最终品关

税削减对彼此的福利效应也产生了一定的相互抑制作用。
2000—2007 年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导致中国总福利分别增加 6. 99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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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81%, 同时世界总福利分别增加了 0. 303%和 0. 021%。 这表明中间品关税削减

的福利效应远大于最终品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 中间品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贡献了

整体福利变化的大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墨西哥是一个例外。 中间品关税削减导致

墨西哥总福利增加 0. 011%, 而最终品关税削减导致福利增加 0. 032%, 后者大于

前者。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与墨西哥在贸易加工上具有很强的替代性所导致的。

表 5　 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

单位: (%)

类别
(1) (2) (3) (4) (5) (6)

总福利
中间品贸易

条件
最终品贸易

条件
中间品
贸易量

最终品
贸易量

实际工资
变化

世界
0. 303 0. 001 0. 001 0. 299 0. 003 0. 111

(0. 021) (0. 000) (0. 000) (0. 001) (0. 020) (0. 020)

中国
6. 997 -0. 334 -0. 528 8. 024 -0. 164 1. 845

(0. 281) ( -0. 068) ( -0. 081) ( -0. 102) (0. 532) (0. 411)
注: 括号内为最终品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变化值, 下表同。

可以发现, 中国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分别带来的总福利大于二者同时削减

时带来的总福利 (分别削减时总福利增加 6. 997% 和 0. 281%, 总福利相加为

7. 278%, 大于同时削减的总福利 7. 182%), 世界其他国家也呈现同样的特征。 这

表明与贸易效应一样, 同时削减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会对彼此的福利效应产生一定

程度的抑制。 结合中国福利效应的双边分解可以发现, 这种抑制作用是由彼此间贸

易量的负向影响所导致的 (中间品关税削减导致最终品贸易量减少 0. 164%, 最终

品关税削减导致中间品贸易量减少 0. 102%), 并且会对彼此间的贸易条件产生负

向影响 (中间品关税削减导致最终品贸易条件下降 0. 528%, 而最终品关税削减导

致中间品贸易条件下降 0. 068%)。
表 6 列 (1) — (7) 分别展示了削减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情形下中国中间品和

最终品贸易量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的双边分解情况。 我们发现, 在双边层面, 中国对

表 6　 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的双边福利效应

单位: (%)

类别
贸易条件效应

(1) (2) (3) (4) (5) (6) (7)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印度 世界其他

中间品
-0. 041 -0. 050 -0. 040 -0. 021 -0. 003 -0. 003 -0. 176

( -0. 008) ( -0. 010) ( -0. 009) ( -0. 004) ( -0. 001) ( -0. 001) ( -0. 036)

最终品
-0. 125 -0. 080 -0. 111 -0. 012 -0. 003 -0. 001 -0. 197

( -0. 020) ( -0. 013) ( -0. 014) ( -0. 002) (0. 000) (0. 000) ( -0. 032)

类别
贸易量效应

(1) (2) (3) (4) (5) (6) (7)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印度 世界其他

中间品
3. 088 0. 042 0. 086 0. 072 0. 000 0. 000 4. 735

( -0. 006) ( -0. 007) ( -0. 013) ( -0. 013) (0. 000) (0. 000) ( -0. 064)

最终品
-0. 012 -0. 020 -0. 020 -0. 013 0. 000 -0. 001 -0. 098
(0. 029) (0. 045) (0. 065) (0. 053) (0. 001) (0. 000) (0.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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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和经济体的中间品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与总体福利效应的方向一致, 并且

贡献了大部分福利效应的变化, 说明中间品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变化仍然占主导作

用。 还能发现, 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对彼此福利效应的抑制作用表现在所有国

家和经济体的双边层面。
(三) 模型结果稳健性和参数敏感性分析

1. 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模型结果稳健性, 本文采用 Caliendo 和 Parro (2015) 的模型进行重新

编程, 对设定的关税削减情形进行反事实模拟, 发现反事实情况下中国整体福利改

善 0. 92%, 实际工资增加 1. 04% (本文的结果分别为 7. 182%与 2. 243%)。 此外,
李春顶等 (2021) 根据数值模拟得到中国进口关税削减 10%、 30%和 50%的情况

下社会福利分别增加 0. 176%、 0. 539%和 0. 918%, 本文结果均高于二者。 主要原

因是: 相比于二者, 本文模型进一步区分了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份额和贸易成本

(关税) 的异质性。 相比只有最终品及单部门贸易模型而言, 本文所构建的考虑行

业异质性和产业关联的多国多部门模型可以更好地捕捉关税削减的福利放大效应。
因此, 计算出的福利效应更大。

2. 参数敏感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给出了模型中最重要的参数贸易弹性取不同值时的结果。 第一种情

形中, 借鉴 Simonovska 和 Waugh (2014) [48] 、 Tombe 和 Zhu (2019) 的研究, 采用

贸易弹性 θ = 4 的参数进行反事实分析。 第二种情形中, 借鉴 Tombe (2015) [49] 的

研究, 采用贸易弹性 θ = 4. 1 (农业) 和 4. 6 (非农业) 的参数设定进行反事实分

析, 重新展示了扩大进口带来的福利影响, 结果见表 7①。

表 7　 扩大进口的福利效应 (贸易弹性敏感性分析)
单位: (%)

类别

(1) (2) (3) (4) (5) (6)

总福利
中间品贸易

条件

最终品贸易

条件

中间品

贸易量

最终品

贸易量

实际工资

变化

θ = 4

θ =4. 1 (农业) 和

θ =4.6 (非农业行业)

世界 0. 089 0. 000 0. 000 0. 089 -0. 001 0. 051

中国 1. 642 -0. 242 -0. 344 2. 322 -0. 095 0. 734

世界 0. 094 0. 000 0. 000 0. 094 -0. 001 0. 051

中国 1. 774 -0. 239 -0. 342 2. 459 -0. 104 0. 738

对比表 7 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当贸易弹性分别取 θ = 4 以及 θ = 4. 1 (农业)
和 4. 6 (非农业) 时结果差距很小, 表明模型具有稳健性, 同时, 二者均小于表 3
中的结果。 两种取值下的差异可以通过行业异质性来解释, 即区分行业的异质性会

提高计算的贸易福利。 本文区分了更多行业的贸易弹性异质性, 可以更加有效地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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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福利效应, 因此得到的福利效应更高一些, 这充分说明区分行业异质性对贸易量

化模型而言非常重要。

五、 进一步拓展

本节提出的模型可以对尚未发生的政策进行评估。 中国未来要进一步扩大进

口, 那么此类政策又将对贸易和福利产生何种影响? 为回答这个问题, 本节设定了

两种情形的模拟: 一是中国的进口关税削减到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中国进一步将进

口关税削减至零关税水平。
(一) 进口关税削减到发达国家水平的贸易和福利效应

表 8 情形一展示了中国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至美国 2014 年关税水平的贸易效

应。 其中列 (1) — (3) 中单元格内从左到右的三个值分别表示总体关税削减、
中间品关税削减和最终品关税削减带来的相应贸易效应变化值。 可以发现, 总体关

税削减可以促进中国总进口增长 14. 57%, 总出口增长 12. 79%, 其中中间品的进

出口分别增长 13. 81%、 16. 49%, 最终品进口分别增长 14%、 11. 83%。 同时, 单

独削减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时, 也产生明显的对不同最终用途产品的贸易抑制

效应。 如只削减最终品关税, 将会导致最终品进口增长 25. 11%, 中间品进口降低

11. 95%, 从而导致总进口降低 1. 5%, 既达不到扩大进口的目的, 又对出口的促进

效应不显著。 削减中间品关税, 虽然也会导致中间品进口增长和最终品贸易缩减,
但会带来总进口增长 9. 19%, 从而对总出口、 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都有明显的贸

易促进效应。

表 8　 进一步扩大进口的贸易效应

单位: (%)

类别
(1) (2) (3)

总进口 (出口) 中间品 最终品

情形一: 关税削减至
美 国 2014 年 关 税
水平

情形二: 关税削减至
零关税

中国进口 14. 57, 9. 19, -1. 50 13. 81, 19. 91,
 

-11. 95 16. 49,
 

-18. 11,
 

25. 11

中国出口 12. 79,
 

8. 22,
 

-0. 86 14. 00, 8. 75, 0. 61 11. 83,
 

7. 81,
 

-2. 03

中国进口 22. 16,
 

15. 22, 0. 30 21. 76, 29. 24, -13. 31 23. 17,
 

-20. 48, 34. 97

中国出口 19. 24,
 

13. 34,
 

0. 63 20. 15,
 

13. 27, 2. 29 18. 51,
 

13. 40,
 

-0. 69

表 9 列 (1) 和列 (6) 展示了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至美国 2014 年关税水平的

福利效应和实际工资的变化 (括号内表示只削减中间品关税带来的变化)。 同样可

以发现: 世界总体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从中国关税削减中进一步获益, 但获益的幅

度小于中国加入 WTO 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受益国, 福利改善 0. 112%,
实际工资增长 0. 631%。 与此同时世界总体福利改善 0. 027%, 实际工资增长 0. 041%。

 

若只将中间品关税削减至美国中间品关税水平, 世界总体福利将改善 0. 019%, 实

际工资将增长 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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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口关税削减至零关税水平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

从表 8 情形二的结果中发现, 总体关税削减至零关税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约

1 / 5 的进口和出口增长。 中间品关税削减至零可以贡献进出口增长幅度中近 75%
 

的比例。 同时, 从表 9 情形二中的结果发现, 关税削减幅度与福利改善程度呈现正

相关。 更大幅度的关税削减带来中国和世界整体福利更大幅度的改善, 但同时也给

中国带来了更大程度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条件分别下降

0. 244%和 0. 337%)。 中国总体福利改善 (增加 0. 162%, 大于削减至 2014 年美国关

税水平的 0. 112%) 意味着中国从贸易量增加中获得的福利效应大于贸易条件恶化带

来的损失。 中国实际工资改善的幅度也与关税削减的幅度呈现正相关 (实际工资提

升 0. 885%, 大于削减至 2014 年美国关税水平的 0. 631%)。

表 9　 进一步扩大进口的福利效应

类别

(1) (2) (3) (4) (5) (6)

总福利
中间品贸易

条件
最终品贸易

条件
中间品
贸易量

最终品
贸易量

实际工资
变化

情形 一: 关 税
削 减 至 美 国
2014 年 关 税
水平

情形 二: 关 税
削减至零关税

世界

中国

世界

中国

0. 027 0. 000 0. 000 0. 016 0. 010 0. 041
(0. 019) (0. 000) (0. 000) (0. 018) (0. 001) (0. 023)

0. 112 -0. 191 -0. 255 0. 355 0. 203 0. 631
(0. 804) ( -0. 145) ( -0. 202) (0. 457) ( -0. 043) (0. 346)

0. 036 0. 000 0. 000 0. 022 0. 014 0. 056
(0. 025) (0. 000) (0. 000) (0. 023) (0. 002) (0. 033)

0. 162 -0. 244 -0. 337 0. 486 0. 257 0. 885
(0. 136) ( -0. 188) ( -0. 274) (0. 653) ( -0. 055) (0. 387)

六、 主要结论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 构建了一个纳入投入产出结构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

衡分析模型, 结合中国加入 WTO 这一事件, 量化分析扩大进口政策对中国和世界

带来的贸易和福利效应。 本文发现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份额以及关税削减的

异质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结果中的福利效应, 一国对不同用途产品关税的削减可能

带来不同的政策效应。 中国加入 WTO 关税削减促进了超过 1 / 3 的进口和出口增长,
对出口的促进效应主要是由中间品关税削减导致的, 但同时也对最终品进口产生一

定的抑制效应。 中国是扩大进口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将中国关税进一步削减将带来

更大的福利改善。
对于中国而言, 开放有利于互利共赢, 因此要坚定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在

WTO 多边框架下进一步削减关税; 在制定关税政策时, 应注意不同用途产品关税

削减带来的差异性影响, 避免由于忽略不同产品用途关税削减所产生的抑制效应而

造成政策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结果相背离; 削减关税带来的整体福利的改善程度有

限, 未来应采取更多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以促进进一步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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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Import
 

Expansion
—Based

 

on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Input-Output
 

Structure
FAN

 

Zijie　 ZHANG
 

Yabin　 WEI
 

Sichao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s
 

in
 

tariff
 

costs,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import
 

expansion.
 

In
 

a
 

perfectly
 

competitive
 

sce-
nario,

 

the
 

input-output
 

structure
 

is
 

introduced
 

into
 

a
 

multinational
 

and
 

multisectoral
 

gener-
al

 

equilibrium
 

analytical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This
 

modeling
 

framework
 

paves
 

the
 

way
 

for
 

the
 

discussion
 

on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tariff
 

reduction
 

on
 

intermedi-
ate

 

and
 

final
 

goods
 

due
 

to
 

greater
 

opennes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Under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analyses
 

of
 

the
 

facilitating
 

and
 

de-
pressing

 

effects
 

of
 

the
 

changes
 

in
 

tariffs
 

on
 

intermediate
 

and
 

final
 

goods
 

imposed
 

on
 

the
 

trade
 

of
 

multipurpose
 

products
 

lead
 

to
 

the
 

revelation
 

that
 

tariff
 

reduction
 

on
 

multipurpose
 

products
 

in
 

a
 

country
 

may
 

bring
 

about
 

different
 

policy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
 

(1)
 

Chi-
na

 

is
 

beneficiary
 

from
 

the
 

WTO
 

accession
 

as
 

the
 

fulfilling
 

of
 

the
 

tariff
 

reduction
 

commit-
ments

 

improves
 

welfare;
 

(2)
 

the
 

welfare
 

improvement
 

leads
 

to
 

growth
 

in
 

trade
 

volume
 

at
 

the
 

cost
 

of
 

the
 

deteriorating
 

terms
 

of
 

trade;
 

(3)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lso
 

benefit
 

from
 

Chinas
 

tariff
 

reduction
 

due
 

to
 

their
 

improved
 

terms
 

of
 

trade
 

and
 

increased
 

trade
 

vol-
ume

 

with
 

China;
 

(4)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Chinas
 

imports
 

will
 

benefit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Keywords:

  

Import
 

Expansion;
 

Tariff
 

Reduction;
 

Welfare
 

Effect;
 

General
 

Equilibri-
um

 

Analysis;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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